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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与农业起源

——2024郑州会议纪要

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在人类发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因此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一直是全球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近

年来，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考古发现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自末次盛冰

期以来的人类文化的变化既不同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也不同于农业起源以来的新石器时

代，同时各地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转变的文化面貌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一阶段涉

及环境的变迁、农牧业的起源、陶器的产生、定居生活等诸多课题，需要多学科交叉的

深度研究。鉴于此，以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和农业起源为题，2024年11月2—3日，由中国

考古学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主办，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的“旧–新石器过渡学

术研讨会”和“东亚地区的农业起源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

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外考古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东亚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与农业起源问题。

为了开好研讨会，会前与会代表分“环境与生态”“文化与技术”“生业、资源与人

群”“国际视野”四个专题进行了准备。会上学者们围绕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概念、环

境气候、植被、不同区域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技术、动植物资源利用等方面做报

告，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里将大家的主要意见归纳如下。

1 何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及其历史意义

什么是旧–新石器时代过渡? 过渡的时间是什么? 过渡阶段的特征又是什么? 这些问

题是讨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首先要回答的概念性问题。这一议题最初由西方学者提出，

主要是针对欧洲、西亚等地的考古材料，为解决考古普遍发现的细石器遗存的文化归

属、演化地位以及如何填补打制石器与陶器之间的时间空当等问题。为此，西方学者提

出了“后旧石器时代”（Epipaleolithic）[1]和“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2]的概念，尤其

是后者主要关注点为细石器遗存。我国考古学者就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单独的“中石器时

代”尚有争议，分歧主要聚焦在中国旧–新石器时代是直接过渡，还是存在一个既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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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高流动和攫取经济）又不同于新石器时代（定居和食物生产）的所谓过渡

阶段。

经过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集中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间阶

段，是一个短时间的快速变化，其产生的重要变革蕴含了人类社会在技术、生产、生活

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可以称之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也有研究者在“新

石器时代革命”的基础上提出“新石器化”的概念来突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普遍性和

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3]。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文化特征表现在：工具的多样化、精

细化、组合化；陶器从无到有再到普遍发现；资源从强化利用到农业产生；居住方式从

高流动性到流动性降低再到定居过程，并表现为居住形式的复杂化和聚落的产生；以抽

象为特征的原始艺术的大发展（高星，本次会议）。以上是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普遍存在

的特性，但中国区域地理地貌和气候环境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磨制石器、陶器、农业

和定居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元素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和方式不同，因此在中国又不存

在一个统一的、单一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模式。

关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起始的时间，学者们大致有三种意见：意见一，从距今

3万—2万年的末次盛冰期初期开始或者更早，以气候上MIS3阶段以后现代人进入东亚地

区为基础，细石器技术的出现为标志，现代人在智力水平上的优势奠定了一系列人类社

会重大变革的基因基础；意见二，从距今约2万年开始，主要对应着末次盛冰期以后的气

候逐步回暖，生物总量的增加和相应的人口增加为旧–新石器时代的转变奠定了物质基

础；意见三，从距今约1.2万年开始，主要对应着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的急剧降

温事件，由此带来的农作物的驯化和定居生活的开始，标志着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转

变。关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结束的时间，多数学者倾向于距今9000年前后“新石器革

命”的完成，而岭南地区这一过程大概要到距今5000年才最终完成。有研究者提出，尽

管各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间、路径和方式存在差异，但农业、定居、磨制石器、陶

器中同时存在3个及以上的因素，即可看作过渡阶段的结束和新石器时代的开始（莫多

闻，本次会议）。

关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分期，学者们认为既无法按照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作

技术（细石器技术和复合工具的多样性）进行划分，也无法开展新石器时代以陶器为主

的考古学文化分期，因此多数研究者在实践中使用了具有全球变化尺度上的气候事件讨

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性特征。比如，海因里希事件（H6—H1，71、59、48、32、
23、16 ka BP，ka代表千年）、末次盛冰期（LGM，26.5—19.0 ka BP）、博林–阿勒罗德暖

期（Bølling-Allerød，14.7—12.9 ka BP）、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12.9—11.7 ka BP）
等[4]。然而，这些气候事件在全球各地的持续时间、作用范围、影响方式等存在差异，完

全以气候变化划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是否合适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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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背景：构造、地貌、气候、植被

环境变化被广泛地看作推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驱动力之一。然而环境的因素

十分多样，包括构造、地貌、气候（主要是温度和降水）、生态等多种因素及其相互作

用，还需要从不同时空尺度上观察。

2.1 构造与地貌

新生代以来的板块构造运动在东亚地区塑造了喜马拉雅造山带–构造节，发育了黄

河、长江等超大冲积平原，限定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人类有限的宜居空间。特别是

晚更新世以来，华北平原以每年1—3 mm的速度快速下沉，形成了诸多构造盆地及其山

前冲积扇、冲积平原、古湖沼等不同的地貌类型[5,6]。在这样一个大的构造和地貌发育的

背景下，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人类活动的旷野遗址广泛埋

藏于盆地山前冲积扇、古湖沼周围以及河流漫滩和阶地之上。约150万年前黄河冲积扇已

经形成，但由于华北平原下沉速率快，黄河北流的频率和时间远超南流，在此作用下渤

海湾盆地第四纪沉积厚达300—500 m[5,6]，其中仍有大量潜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旧–新

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址埋藏在现今的地表下（吕厚远，本次会议）。

针对华北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址的地貌选择，与会学者们提出了两种模

式：模式一，河漫滩模式。利用晚更新世以来由“侵蚀”和“堆积”旋回过程和黄土沉

积特征构建的“地文期”为框架，解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体现为冰后期的人类从黄土台

塬进入河流漫滩的新生态环境，开始逐步成为真正的食物收获者，通过对野生植物的照

顾产生了新的领地意识，从而推动了人类生产生活的重大变革[7-9]。模式二，冲积扇模

式。以晚更新世以来的气候和构造双重作用下的盆地山前冲积扇的发育为背景，解释旧–

新石器时代过渡为气候冷暖转换条件下的人口压力、流动性加强、新生境选择、景观管

理和资源强化利用的综合结果[10]。
海平面的变化是我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研究表明，

中国东部地区末次冰盛期以来经历了6次海平面快速上升的融水脉冲事件，总体上海平面

呈阶梯状波动式上升[11]。2万年前海平面低于现今130 m，东部陆架出露120万km2，1.5万
年前海平面低于现今100 m，东部陆架出露80万km2，至7000年前的高海平面，东部平原

则有13万km2的范围被淹没[12]。晚更新世的低海面时期，东部大片陆地出露，其中不乏冲

积扇、河间高地等适宜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人类活动的地貌单元，而全新世海平面的

升降对早期人群迁徙[13]和稻作农业[14]又产生了重要影响（贺可洋，本次会议）。

2.2 气候与植被

气候变化包括温度和降水，需要从不同的时空尺度上观察。从轨道尺度上，自200万
年前直立人走出非洲以来，地球经历了30余次冰期–间冰期的气候变化[15,16]。自现代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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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来的10万年间，千年尺度上的气候变化，特别是H-YD（海因里希–新仙女木）寒冷

事件的形成[17]，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和农业起源产生了重大影响。进入全新世以来，百

年尺度上的气候事件，如8.2、5.5、4.2 ka BP事件和小冰期等，又对人群迁徙、文明兴衰

产生了重要的作用[18]。
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相关的晚更新世以来的气候变化情况，由格陵兰冰芯记录了15

万年以来24次冷–暖气候旋回，平均周期为1500年[19]。千年尺度上的气候周期性波动在北

半球主要受到赤道辐合带（ITCZ）移动的影响，表现为6.3万年以来的6次H事件（海因

里希寒冷事件）[20]。在中国北方的黄土记录[21,22]和南方的湖泊记录[23]中也均能准确观察

到其对中国南北方的生态环境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吕厚远，本次会议）。前述晚更新

世以来的气候事件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进程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是否存在关

联？相关程度如何？这些问题都还需要深入讨论。

2万年末次冰消期以来，全球气候整体转暖，较之前升高6—10℃。中国南北方的石

笋[24,25]、湖沼等记录普遍观察到了“H1冷事件—博林暖期—新仙女木降温事件—全新世

暖期”的高精度气温–降水变化序列（吕厚远，本次会议）。研究者普遍认为，在冷暖波

动过程中，新仙女木降温事件对南北方农业起源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者认为，

基于驯化需要3000年时长的生物学认识，末次盛冰期以来的气候快速变化没有产生驯化

的条件；博林暖期资源和人口增加导致了驯化前栽培的出现；突然的新仙女木降温事

件，导致气候逆转，增加了生存压力，人类进入有意识的栽培，驱动了植物驯化和农业

的出现[26]。
2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导致了陆地生态系统重大改变，植被生态格局发生迁移和重

组，而人类植物利用的类型和方式与植被和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李小强团队通过全面收

集的孢粉、有机碳和同位素的数据，复原了高时空尺度（2 ka分辨率）的中国2万年以来

的植被变化状况。研究表明，东亚季风的变化主导了中国东部地区植被带的变化。末次

盛冰期北方多为荒漠草原，相比现代荒漠草原的范围向南扩大近500 km。随着末次冰消

期的温度升高，草原区逐步向内陆退缩，暖温带常绿阔叶林向北推进。进入全新世，森

林草原（旱作农业的适宜区）面积扩大，并在全新世早中期达到最大值，几乎占据了

70%的北方地区。总之，末次盛冰期至全新世大暖期C3/C4植被带出现大幅度迁移，最大

可达300 km[27]。结合农业起源和发展的相关研究可知，末次盛冰期以来水稻的起源传播

与亚热带植被带北界的扩张关系密切，而粟黍农业起源与C4植被带的扩展密切相关（李

小强，本次会议）。

3 文化、技术与人群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伴随着频繁的人群流动和新生境的探索，人类的生活方式出现了

一些重要的变化，比如石器的小型化、专业化和复合化，陶器的发明，资源开发的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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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流动性降低和栖居形态的变化等，再加上中国南北方巨大的生态环境的差异性，从

而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文化”（表1）。
3.1 文化分区

多数研究者以自然环境和石器技术传统的差异将我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划分为南北

两个大的文化区。虽然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南北方普遍存在石器小型化的特征，但北

方发展出细石器技术体系，南方则更多地保留了砾石石器技术传统，并分别发展出了粟

作和稻作农业体系，南北方的差异十分显著。有研究者进一步综合生业方式、栖居形

态、工具特征、有无陶器等因素并结合过渡期之后是否进入农业社会的“新石器化”过

程的差异，将我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划分为四大经济文化区：东北地区，有陶渔猎定居

文化区；华北东部，有陶采集狩猎文化区；华北西部–西北文化区，无陶采集狩猎文化

区；南方地区，从有陶定居洞穴到旷野的渔猎文化区[3]。
东北地区从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的过渡时间长，文化和生业经济的连续性也

强，细石器技术以楔形石核为主。定居、陶器、研磨器出现在博林暖期，说明人们开始

向水生和森林资源的强化利用转变；新仙女木期的陶器、磨制石器有了更多的应用，墓

葬、非实用器的出现反映了精神层面的变化、定居的加强、成功应对气候降温事件和文

化上的连续性；至全新世早期，随着气候回暖，渔猎定居模式得以强化，大规模村落和

墓地形成，延迟了本地真正进入农业社会的时间（李有骞，本次会议）。

华北地区受东亚季风波动的影响更大，环境和生态系统转变频繁，人类响应环境变

化也更加敏感。整体上，华北地区东西和南北方向均有差异。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流

行细石叶技术，但北部地区主要是楔形石核（涌别技术剥片），南部地区则发展出船形

石核。生业经济上都属于采集狩猎经济模式，采集食物资源主要是黍属和橡子一类的籽

实和坚果，因此遗址上常见磨盘和磨棒一类加工工具。狩猎对象有逐渐转向中小型动物

的趋势，如鹿、羚羊等。从栖居形态上看，有明显的流动性降低的趋势，包括储藏坑、

骨器和复合工具、用火改造小区域景观、半地穴房子和墓葬的出现等。用鸵鸟蛋壳、蚌

壳等制作的艺术品也十分常见。陶器只流行于华北东部地区，表明西部地区的流动性则

更强。早期的粟黍农业，包括栽培粟黍和驯化狗，以东胡林、南庄头为代表，率先出现

在华北北部地区[4]（庄丽娜，本次会议）。

华中地区主要是长江中下游一线，从湖南洞庭湖至钱塘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以

来（MIS3阶段晚期）明显出现了砾石石器的小型化，特别是石英小石片工业代表了新的

人群的进入。人类栖居形态也有流动性降低的趋势，旷野遗址数量增加，人类从事采集

渔猎经济，陶器出现很早。博林暖期阶段的遗址有增加趋势，在长江中游普遍存在于一

套黑褐色地层上，是环境适宜期的表现。但明确属于新仙女木阶段的遗址数量不多，可

能受降温事件影响而出现人口南迁的情况。新近植硅体研究表明[129]，野生水稻在本地至

少存在10万年历史，且长期受到采集狩猎人群的关注和有意识的管理，至13 ka BP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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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林暖期）水稻驯化加速，至11 ka BP（新仙女木期）完成驯化。植物考古研究表明，

水稻从驯化到成熟的速度相当快，并极大促进了遗址数量增加和早期环壕定居聚落的发

展（李意愿，本次会议）。

华南地区主要是指岭南一带，这里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可上溯至4万年前，洞穴类遗址

一直流行。华南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40—19 ka BP，
细小石片石器出现，以采集狩猎经济为基础出现了有条件的定居；第二阶段，19—
12 ka BP，细小石片石器发达，出现磨刃石器，渔猎采集经济趋于广谱化，开始出现陶

器，流动性进一步降低；第三阶段，11—5 ka BP，磨刃石器进一步发展，陶器种类丰富，

广谱化的渔猎采集经济发达，开始出现相对长期的定居，出现旷野遗址、贝丘遗址，墓葬

形式多样化。华南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的渔猎采集经济延续时间长，真正的农业

出现很晚，且为农业中心区传播而来（付永旭，本次会议）。

有研究者认为，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各个文化区中，北方的粟作农业和南方的稻

作农业均出现在上述文化区的边缘而不是核心区（粟作农业出现在华北有陶采集狩猎文

化区北部边缘，南方稻作农业出现于南方有陶采集渔猎定居文化东部边缘）。这或许与

该区域靠近定居文化区，但没有充裕的渔猎资源，不得不强化采集经济有关[3]。

3.2 石器技术

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相比，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石器明显小型化并在中国南北方

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石器制作技术传统：北方及华北地区为细石器技术，华中及华南地区

为砾石小石片技术。

末次盛冰期最盛之初（28—24 ka BP），细石器技术在我国北方地区出现，原料以细腻

的硅质岩和燧石为主，石核为楔形和棱柱形，采用涌别技法剥片，小石叶和细石叶普遍较

长。末次盛冰期（24—18 ka BP），华北地区南部船形石核技术出现并迅速普及，石器原料

以河滩砾石的燧石和硅质岩为主，细石叶的长度普遍较短。末次冰消期（17—15 ka BP），
北方的涌别技法在华北地区出现并占据主导，与更早的船形石核相比，突然出现的成熟技

术体系可能与东北亚人群的南迁有关。博林暖期（15—12 ka BP），华北地区出现两种技术

体系融合发展的特征，华北北部地区出现少量船形石核，华北南部地区细石器重新繁荣，

石核形态多样。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具有融合特征的宽楔形细石核，兼具华北系块状毛坯和

北方系楔形结构特征。局部磨刃石器和桂叶形尖状器出现。新仙女木期及之后（12—
10 ka BP），细石核形态已经十分多样化，典型的锥形细石核出现，磨刃斧锛类工具数量增

加，石器原料也多样，更加精致的骨角器出现。总之，细石器技术整体上表现为北方地区

的涌别技术传统和华北地区的船形石核技术传统，前者的出现早于后者，末次盛冰期以

来，随着气候回暖和波动，北方技术南下，细石器技术呈现为融合发展的趋势[4]（冯玥，

本次会议）。

南方地区整体上流行以砾石为原料的小型石片石器工业，但与北方和华北地区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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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技术传统相比，小石片石器技术缺乏成熟一致的技术体系，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显

著，这或许与更加复杂多样的生境和生态位有关（付永旭，本次会议）。

3.3 陶器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将火作用于黏土而产生化学作用的新发明。陶器易碎且笨重，陶

器的使用表明人类群体流动性的降低或是对特定资源的强化利用。到目前为止，最早的

陶器出现在南方资源丰富的渔猎采集洞穴遗址，距今2万—1.9万年[130]。有研究者认为，

广泛分布于东北亚和华北地区的距今2万—1万年的早期陶器均为华南地区传播[131]。但考

虑到同样渔猎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不排除陶器在东亚多地区起源的可能。

华南地区以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为代表，距今2万—1万年的各个时期都发现有陶

器，均为圜底直口，纹饰多样，有条纹、绳纹、素面和编织纹[101,132,133]。末次盛冰期的湖

南道县玉蟾岩的绳纹陶年代为距今1.8万年[134]，广东英德黄门岩的绳纹陶年代为距今1.7
万年[135]。广东英德青塘[116]、湖南临澧华垱[109]等遗址发现有末次冰消期至新仙女木期的

陶器。广西桂林甑皮岩[118]的绳纹陶、福建漳平奇和洞[124]的直口压印纹陶器最早可超过距

今1万年。可见，华南地区整个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陶器均流行。然而，仙人洞遗址

的石器/陶器技术面貌与同时期周邻旷野遗址的“小石片器技术”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反

映出华南地区的早期陶器究竟代表了渔猎采集人群的聚落功能性（或季节性）分化，还

是使用和不使用陶器的人群分别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 这还需要深入研究。

北方地区1万年以前的陶器出现在东北和华北的东部北部地区，多为平底器，纹饰有

素面、绳纹、压印纹等。东北亚地区的陶器目前最早出现在奥西波夫卡文化早期，年代

约距今1.6万年的末次冰消期阶段[34]。进入博林暖期和新仙女木期阶段，陶器持续繁荣，

且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特征，比如深腹和浅腹的平底器、直口和花边口、口部有装饰

等。格罗马图哈文化[34]、小南山一期[136]、后套木嘎[137]、双塔一期[41,42]等均有丰富的此阶

段的陶器出土。进入距今1万年以来，伴随着渔猎采集聚落的发展，陶器一直盛行。目前

所见的华北东部北部地区的陶器最早出现在博林暖期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是河北阳原于

家沟[138,139]、山东临淄赵家徐姚[10]（含陈家西北地点）的陶器，年代约距今1.3万年；河南

新密李家沟下文化层[81]的陶器年代也超过距今1万年。1万年以来陶器的发现则比比皆

是。值得注意的是，李家沟下文化层[80]和中文化层[81]出土的陶器制作技术风格完全不同

（下文化层为素面陶，中文化层为绳纹陶），同样的情况也见于赵家徐姚遗址（年代有

先后但位置近邻的赵家徐姚地点和陈家西北地点）（赵益超，本次会议）。这或许反映出

博林暖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不同文化人群频繁移动过程中对特定生境地点的选择偏好，

也是强化资源利用的表现，促进了定居和农业的出现。

3.4 人群

古DNA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大致为我们勾勒了东亚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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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交流和迁徙的整体情况。古DNA研究[140]表明，距今4万年前的田园洞人已经可以被看

作遗传学意义上的东亚人，但田园洞人的遗传成分大致在末次盛冰期末（距今约2万年）

消失；距今1.9万年前后，古北方遗传成分开始出现，并延续至距今1.4万年前后，而相关

成分也成为美洲原住民的东亚成分来源。这与末次盛冰期以来的低海平面所导致的欧亚

大陆与北美大陆的贯通有关。末次盛冰期以来，东亚地区的古人群可分为以距今1.9万年

的AR19K个体，距今1.4万年的黑龙江、山东等为代表的古北方人群和以距今1.2万年的福

建奇和洞及其之后的福建、台湾、广西等为代表的古南方人群[140-142]，而古南北方人群之

间的差异性远高于现代[141]。
古南方人群在距今1万年前至少存在3支不同的古老人群：福建奇和洞人、广西隆林

人和东南亚的和平文化人群[142]。进入距今1万年以后，广西人群混合了以上3支不同古老

人群的基因成分[142]。福建、台湾地区从古DNA上看，不同于传统的农业–人群传播的

“二层假说”[143]，随着农业的传播，该地区古人群的基因演化表现出了连续性的特征而

不是替换关系[141,142]。古北方人群对南方人群的影响在距今8300年的福建亮岛人基因中已

有发现，在南北方人群沿海岸带的交流中北方人群的作用多占主导[141]。总之，与欧洲农

业起源以来的人群频繁替换不同，中国南北方人群虽然在至少9500年前已经分化，但整

体上南北方同期人群的演化基本是连续的，没有受到明显的外来人群的影响[141]（付巧

妹、刘俊岑，本次会议）。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呈现出与古DNA研究相似的结论。东亚大陆内部的人群交流十分

频繁，并在先秦时期形成了中原、华北、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东北、西南、华南7个人

种类型，人群之间的同质化过程发生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之后的新石器时代（朱泓、曹

嘉懿，本次会议）。

4 生业经济：广谱经济与农业起源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即生业经济模式的转变，从采集狩（渔）猎向原

始农业的过渡，因此对这一阶段生业经济的讨论格外重要。整体上，广谱化和农业起源是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生业经济的两个重要方面，又可以从植物资源和动物资源的利用角度来

观察。

4.1 植物资源利用

植物资源利用主要通过炭化大植物遗存、植硅体、淀粉类和生物标记物分析等情况

获知。北方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植物资源利用的整体情况如下：东北地区最早的

植物考古材料来自后套木嘎[144]和双塔遗址[145]，这里新仙女木期及其之后人类有意识采集

狗尾草属、黍族、豆科、藜属、蓼属、十字花科等植物种子，并采用植物茎秆作为陶器

的羼和料。与渔猎资源相比，直接食用植物的证据较少。华北西部地区，从水洞沟第2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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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146]和柿子滩第29[50]、14[147]地点的情况看，早在末次盛冰期初期（30—20 ka BP）人类

已经开始采集坚果类、块根块茎与草籽类食物，使用磨盘加工；亚麻和大麻纤维也有发

现。末次冰消期以来，野生谷物得以强化，初步形成集约化采集和加工，一些植物资源

还广泛用作燃料和建筑材料。华北东部地区，从赵家徐姚[10]、扁扁洞遗址[92,148]情况看，

大致与华北西部地区一样，博林暖期（15 ka BP）以来，包括小麦族、黍族和野生粟黍

在内的野生谷物、坚果、浆果、块茎植物的采集得以强化，山区还广泛采集朴树、核

桃、栎属果实与豆科植物利用。赵家徐姚的大面积红烧土、烧树根和火塘表明对植被有

意识的景观管理开始出现[10]。华北平原北部地区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目前虽然缺乏末

次盛冰期和冰消期以来的植物研究资料，但从塔梁[149]、马鞍山遗址[67]的情况看，多处火

塘和用于“延迟回报”的植物储藏坑均表明植物资源有强化利用的趋势。博林暖期以

来，这里的遗址迅速增加，特别是经历新仙女木降温事件，遗址不减反增，呈暴发趋

势，如于家沟[72]、南庄头[84,85]、转年[150]、兴隆[86,151,152]、四台[87]、东胡林[82,153]等，十分繁

荣。在广泛的植物采集过程中，一方面，淀粉类食物摄入增加，各地因地制宜，大量采

食水生、湿生、陆生、林地的植物资源；另一方面，粟黍实现了从野生采集到驯化的过

程。除了食用植物，大麻、苘麻等也被广泛用以提取韧皮纤维并进行纺织甚至染

色[50,154]。从兴隆遗址[86]的情况看，与定居相关的用火方式也更加多样化，这些都是植物

资源得到广泛应用的证据。

总之，北方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植物资源利用主要体现在植食资源、燃料薪

柴和纤维原料三个方面：在末次盛冰期阶段表现为低频和广谱的植物利用模式；冰消期

阶段开始出现植物的多元利用模式（食物、纤维和燃料），植物储藏行为出现；博林暖

期阶段开始了植物资源的强化利用，作为燃料和食物的植物资源有了更多的利用；新仙

女木阶段强化了植物资源的集约利用，开始驯化粟黍，农业起源，作为薪柴、植物纤

维、饲料等的使用也更加广泛和多样化（邱振威，本次会议）。

南方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植物资源利用的研究基本都关注在稻作农业起源方

面，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认识。然而，到目前为止，南方地区从野生植物资源利用向

稻作农业过渡的证据十分匮乏。从湖南道县福岩洞距今12万—8万年属于现代人牙齿化石

上提取的植物残留物分析来看，福岩洞人的主要食物包括坚果、块茎、小麦族和禾本科，

已具有广谱化的特征[155]。广西桂林甑皮岩[118]以及邕江流域的贝丘遗址[156,157]也可见到块

茎、坚果和禾本科种子遗存，表明对这些植物资源的持续利用一直延续到全新世早期。

江西万年吊桶环[101]、广西隆安娅怀洞[158]、广东英德牛栏洞[159]稻属植硅体的研究均

表明末次盛冰期至新仙女木期阶段，华南和岭南地区应广泛存在野生稻，并很可能已经

存在早期的驯化。近年来，浙南金衢盆地上山文化的水稻起源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基

于上山等遗址的水稻植硅体鱼鳞纹数量的研究，有研究团队提出对长江下游地区水稻从

野生到驯化的完整过程的新认识[27]：至少距今10万年前，已经存在野生稻分布；距今约

2.4万年，人类可能已经开始利用野生稻；距今约1.3万年，博林暖期出现前驯化阶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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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水稻栽培活动；距今1.1万年的新仙女木期之后，水稻正式进入驯化阶段。通过对上山

文化的炭化大植物、水稻小穗轴、植硅体、陶片稻壳印痕等直接证据的研究[160-163]，基本

可以确定至迟距今9000年水稻驯化已经初步完成，水稻驯化从开始到成熟的时间非常

短。上山、桥头等遗址9000年前即出现的成熟稻作、环壕和彩陶，表明这里已经进入定

居稻作农业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就适合稻作农业起源的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而言，水稻究竟是单

中心起源还是多中心起源，水稻驯化的区域模式还有待讨论。而整个南方地区直到距今

5300年农业的范围还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距今5300年之后岭南和

东南等地农业化实际上是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传播的结果，西南的川滇藏地区农业则多

源于北方地区的粟作农业的影响。因此，就植物资源利用而言，整个南方地区旧–新石器

时代过渡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过程（邓振华，本次会议）。

4.2 动物资源利用

广谱经济是讨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动物资源利用的一个核心议题。所谓“广

谱”不是简单的小型动物资源利用的增加，而应该同时考虑动物资源数量上、利用方式

上的强化和捕获的策略等问题。一方面，广谱意味着拓宽食谱的范围，利用常见但回报

率低的动物资源以最大化收益，而宽食谱既包含高等级资源也包含低等级资源[164,165]；另

一方面，广谱意味着资源的强化利用，对小型动物大量开发利用，对高成本动物资源的

强化开发利用，比如提取骨油、从骨髓含量少且骨密度高的部位获取骨髓等[166]。
北方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存在一个明显的动物资源利用的变化过程。通天洞

第6、7层年代为距今4.5万年，已经存在对啮齿类、兔科、鸟类等小型动物资源利用的明

确线索，包括切割痕迹、长骨的保存和使用状况、兔科动物幼年个体比例较高等[167]。末

次盛冰期，华北地区以水洞沟第7地点为例，普氏原羚和蒙古野驴数量最多，表明人类仍

以大中型动物为主要开发利用对象，但不排除食谱拓宽的可能[168]。末次冰消期以后特别

是进入博林暖期，无论是大中型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还是小型动物资源的开发都十分明

显。于家沟第3b、4层出土动物中牛科、马科、鹿科等有蹄类动物数量多，比例高，且存

在对有蹄类骨骼油脂的利用情况[72]。赵家徐姚对小型鹿科动物和鸟类（主要是环颈雉）

存在明显的强化利用现象[10]。新仙女木期的降温使这种强化利用得到进一步加强，以鸽

子山第10地点[169]为例，普氏野马等大中型有蹄类动物虽然仍是主要的狩猎对象，但小型

动物的比例已经高达21.4%，宽食谱和利用兔骨、鸟骨制作骨制品的现象普遍。新仙女

木期之后，气候回暖，食谱拓宽和强化利用进一步发展。以水洞沟第12地点[170]为例，出

土动物遗存中兔科占到57%，其次为羚羊，占到22.19%，小型动物整体占比达到66.7%。

埋藏学分析认为该地点动物遗存应该是人类活动所形成，小型食肉类动物骨骼中，带有

切割痕的标本占有较高比例，梭形器可能用于织网，有利于小型猎物的捕获。总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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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前可能也已经出现，强化存在多种方式，可以发生在不同背

景下，不一定伴随广谱发生。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尽管存在广谱和强化现象，但低

等级猎物的获取程度低，人类生计策略没有发生显著改变；末次冰消期以来，有蹄类动

物资源得到明显的强化利用；新仙女木期及其之后，北方地区在拓宽食谱的同时大大加

强了对小型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曲彤丽，本次会议）。

南方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动物资源利用与北方地区不同，且本身存在明显

的区域差异。云贵滇等西南地区，从四川濛溪河（距今7万—5万年）（罗运兵，本次会

议）、贵州马鞍山上文化层（距今3.5万年）[171]、牛坡洞（距今1.5万—0.8万年）（罗运

兵，本次会议）等遗址的动物遗存情况看，这里有长时间利用水生动物和鸟类动物、食

肉动物的传统，食谱本身就较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变化不大，可能与野生动物

资源丰富有关。浙南闽北的东南地区，福建奇和洞（距今1.7万—0.7万年）动物群显示出

末次盛冰期以来从动物种类较少、种群较小、以小体型动物为主的生态环境，逐渐向哺

乳动物种群增加、种群不断扩大、不同体型动物并存的良好生态环境发展[172]。浦江上山

遗址（距今1万—0.7万年）的动物群中鸟类占比已经达到20%，具有广谱化的迹象[160]。
华南北部地区，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距今2.5万—0.9万年）的动物遗存以鹿科动物为

主，其次是野猪，最重要的经济方式的转变发生在末次盛冰期之后，从以狩猎大中型哺

乳动物为主逐渐增加狩猎其他灵活动物，存在对小型动物强化利用的现象[101]。华南南部

地区，广西娅怀洞[173]、白莲洞[174]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动物群并未发生太大变化，说明

自然环境相对稳定，但冰消期以来表现出明显的对水生资源强化利用的情况。特别是新

仙女木期之后，以玉蟾岩遗址为代表，鸟类（主要是水禽类）比例更高，超过30%，同

时也存在鹿类资源强化利用情况，包括骨髓和油脂的利用。玉蟾岩遗址对水生软体动

物、鸟类、鹿科、小型动物均出强化利用迹象，为明显的广谱经济特征[175]。从大致同时

期的广西甑皮岩[118,176]、大岩[176]等洞穴遗址和邕江流域的顶蛳山[177]等贝丘遗址的情况

看，水生和小型动物的强化利用也十分显著。

总之，南方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渔猎经济相当稳定而持久，人口压力不突

出。在各个地区中，华南地区的变化相对显著，并具有明显的广谱化特征，主要表现在

对水生资源、鸟类和小型动物的强化利用方面，但与华北地区相比这种变化表现为一种

渐进式的特征，延续的时间相当漫长（罗运兵，本次会议）。但是，动物资源的广谱化

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考虑到区域生态系统的差异、考古发掘取样的方法以及埋

藏学的问题（小型动物是人类利用还是后期扰动等），深入的讨论还需要材料的积累

（曲彤丽，本次会议）。

综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是认知能力更高的现代人出现之后，人类在地球环境从冰

期向暖期转换过程中以新技术、新策略改变自身生存条件，适应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创

造出现代人第一个文化高峰的阶段。这个过程中，人类行为和策略呈现出系统性、革命

性的变化，如细石器、复合工具、陶器发明、用火改进、景观改造、定居、广谱经济、

12 史 前 考 古 第 2 卷



作物栽培、动物驯化、抽象艺术等。虽然这些因素并非同步出现，也存在区域差异，但

它们交互作用，最终催生了以农业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东亚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

过渡研究具有清晰的学术目标和完整的学科框架，且与西亚等地具有显著的不同，应该

成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附记 本次会议由赵辉、王幼平教授设计、规划和组织实施，会议举办得到
中国考古学会、河南省考古学会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会议
纪要根据与会专家的发言（按发言顺序：夏正楷、李小强、吕厚远、莫多
闻、贺可洋、高星、王幼平、张弛、庄丽娜、冯玥、赵益超、李意愿、李有
骞、张晓凌、付永旭、赵志军、刘俊岑、朱泓、邱振威、邓振华、曲彤丽、
罗运兵、傅稻镰）整理了其中的主要部分，疏漏、错误之处由纪要整理人负
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饶宗岳博士整理了纪要的相关文献。感谢《史前
考古》期刊为会议相关成果的发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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